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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术史角度梳理，目前《文心雕龙》评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曹学佺、杨慎等人，而叶绍泰对《文心雕

龙》的评点缺少聚焦和全面分析。叶绍泰的评点一方面肯定了刘勰“宗经”的文学观点，标举风雅和风

骨，具有明代学术思潮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刘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提出“通变惟人”、反对“储学”

“性情”。从阐释学角度分析，叶绍泰的评点不聚焦文本字句的理解，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感受，重直觉，

突出之处在于结合明代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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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current research on commentaries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scholars such as Cao Xuequan and Yang 
Shen, while Ye Shaotai’s commentary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and lacks comprehensive anal-
ysis. Ye’s commentary exhibits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ing Dynasty academic thought. On one hand, 
it affirms Liu Xie’s canon-centered literary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fengya (elegance) and fenggu 
(strength of character). On the other hand, it expands upon Liu Xie’s ideas by proposing concept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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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lie solely in human agency,” while rejecting rigid “knowledge accu-
mulation” and prioritizing “innate disposition.”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Ye’s commentary 
diverges from literal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stead reflecting distinct subjective sensibilities, intu-
itive emphasis, and a deliberate integration of Ming-era sociocultural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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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心雕龙》自刘勰完成之时便备受关注，尤其是在明代以后，不断地有名家进行批评研究或是校

注勘误。在龙学的总体研究上，按照姚爱斌教授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十种类型，却未注意到明清时期

对《文心雕龙》的评点模式。评点是明清时期的批评研究形式之一，杨慎、曹学佺、纪昀等大家都会《文

心雕龙》进行评点，而未在史书上留下完整、详细的生平介绍的明代人——叶绍泰，对《文心雕龙》亦进

行相关评点，可见明清人以评点《文心雕龙》为潮流。 
然而史料上关于叶绍泰的记载很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汉魏别解》十六卷(内府藏本)是明

黄澍、叶绍泰同编、《昭明太子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乃明嘉兴叶绍泰所刊。江庆柏主编的《江苏艺

文志·苏州卷》(增订本)介绍叶绍泰：“字彦和，号来甫。明吴江人。嘉兴邑庠生。重华子。”并介绍了

叶绍泰的著述及其版本。再对地方志进行查阅，《中国地方志》(第 1343 页)有对叶绍泰的介绍。 
叶绍泰，字来甫，吴江人。父兄并以甲科显，隶嘉兴县弟子员，补廪，气移寓钱唐。与诸名士日往来

诗酒，博学高文，尤淹纬候之书。所辑《古文鸿宝》《晋魏别解》纸贵当时。卒年三十六，赴丧百余人，

尽一时名士。朱东观为之铭其墓。 
这些零散的记录中未涉及叶绍泰详细的生卒年谱、诗词文著述等材料，以致无法探知其具体的文学

思想，以致叶绍泰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而《文心雕龙》乃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鸿篇巨著，叶

绍泰亦在该书留下属于自己的想法。以黄霖先生的《文心雕龙汇评》为参考，可知，《汉魏别解》选录

《文心雕龙》三十二篇，共二十七则评语；(增定)《汉魏六朝别解》选《文心雕龙》十二篇，然有些篇目

为原来所选，增加评语十则，从叶绍泰《汉魏别解》中对《文心雕龙》的选篇及评点，能窥见其思想一

二，或能折射出明代的文学思潮。本论文聚焦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评点(以下称叶评)，以此探析叶绍

泰评点原则，并从中国阐释学角度出发，勾勒明代对《文心雕龙》的评点研究。 
周裕锴先生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阐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艺术，越来越多地出现于若干学科

的研究讨论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更是当前文学理论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话题的讨论主

要局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哲人的睿思隽语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忽视[1]。目前也存在着对中国文

学作品的阐释用西方阐释学术语和概念来进行论述的现象，以至于曹顺庆教授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在这种情况之下，从中国文论自身出发，用中国语言理解、描述部分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周裕锴教授在其《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指出元明才子批评诗文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抗诠释文本、

不说破原则、主观性阐发、艺术性诠释，并指出明代“从形式来看，随意的评点取代了严肃的笺注，句法

的确立代替了文义的探讨，艺术的鉴赏代替了语词的训释。[1]”这就意味着评点更多的变成了一种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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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本的诠释者与原作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及产生的共鸣。主观性阐发性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

话的形式之一。 
叶绍泰在《汉魏别解凡例八则》中指出，选录的文章“皆录全文，不加剪裁”，而批语是“止取精

核，以备参观。”其《凡例》第一则即云：“汉魏之间，作者无虑数百家，今所裙采，仅什之二，盖高文

巨篇，足资讽习，如徒纪事物，无关举业者不录。”可以看出他选文与批评的总的原则与“举业”[2]。
社会发展至明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等情况发生了变化，相比于杨慎、曹学佺等批评家，叶绍泰未能

留下自己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叶评《文心雕龙》的规模、体量亦有所欠缺，而从叶评《文心雕龙》的

整体情况而言，叶绍泰赞成刘勰的思想，或以其作为反思的标准，同时也在阐述自己对文论的看法。 

2. 叶评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心雕龙》评点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却未聚焦叶绍泰的评点，因此对其进行总

结和分析。 
在论文方面，专注于结合明清时期《文心雕龙》研究现状来简要分析叶绍泰评点的分析，以此说明

明清时期的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孔祥丽、李金秋的《明清两代〈文心雕龙〉评点综述》(2009)
总结了明清两代十几位大家的评点，融各家之论为一体，从“文道、文思、文质、文人、文术、风骨、通

变”七个方面论述，其中，仅在探讨在“文术”“通变”问题时未引用叶绍泰的批点，其余多处引用叶绍

泰的评点来论证观点。在探讨“文道”问题时，叶绍泰赞成“经”皆原于“道”，认为乐府的衰亡，是因

为它的风雅之声难以延续，也就是偏离了“道”义，“以自然为宗”；“文思”问题方面，叶绍泰认为没

有“神思”，只是堆积素材，没有思想；而“神思”高妙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流芳百世；“文质”

问题方面，叶绍泰注重文质交融，认为要“情经文纬”；“文人”问题方面，叶绍泰赞同作者情性不能决

定文章风格，会出现表里非一的情况；“风骨”问题方面，叶绍泰将“风骨”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之一

[3]。也就是说叶绍泰的评点能够与其他人的评点相呼应，以此繁荣《文心雕龙》在明清时期的评点。而

孔祥丽、李金秋未对叶绍泰的评点总述，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侧重对明清两代评点规律的总结，缺乏解

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说明对叶绍泰的评点不够重视。李婧的《明清〈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述评》

(2014)在列举名家评点时，指出了叶绍泰是评点《文心雕龙》的大家；认为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

批点，唯杨慎、曹学佺、陈仁锡等人的点评尚具一定的价值[4]。也就是说，李婧缺乏具体分析叶绍泰是

如何对文体论进行研究，此处可待补充与深入探析。杨倩的《明人〈文心雕龙〉评点研究》(2014)运用科

学性和价值性的研究方法，注重接受者的考察，将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方式分为直接接受和间接

接受，分析《文心雕龙》对明代“纯文学”的影响，仅在开篇提出点评者叶绍泰为当时的评点大家，在阐

述评点的方式时，只关注了杨慎的五色圈[5]，而未指出叶绍泰采用的不同于钟惺、曹学佺等人的篇末点

评方式。 
从专著方面看，《文心雕龙》研究者专注介绍叶绍泰辑录了《文心雕龙》以及用寥寥几句论述叶绍

泰对叶绍泰进行了评点。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1989)在列举《文心雕龙》版本时，简述(增定)《汉

魏六朝别解》收《文心雕龙》一卷，明叶绍泰纂，崇祯十五年刊，而无其他分析。黄霖先生的《文心雕龙

汇评》(2005)总结了杨慎、陈仁锡、曹学佺、叶绍泰、纪昀等人的评点，其辑所据的版本包括了黄澍、叶

绍泰汉魏别解本《文心雕龙》、叶绍泰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刘子文心雕龙》，对叶绍泰的评点进行了完

整的收集，同时，黄霖认为叶绍泰“在肯定与生发刘勰的文学观点时，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论通变

‘惟其人，不惟其时’，以及论文章之‘势’时，都不泛泛而谈。”但是名家之作，如周振甫先生的《文

心雕龙注》(1958)仅辑杨慎、曹学佺、黄叔琳与纪昀四家评语，没有对叶绍泰评点进行关注。张文勋的《文

心雕龙研究史》(2001)、张少康、汪春泓、陈允峰、陶礼天合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2001)都未涉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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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泰评点。杨倩的《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2016)用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对《文心雕龙》的传播路

径进行了分析，对《文心雕龙》在明代接受中的一般特点和各阶段的特殊接受特征进行总结，列举了叶

绍泰评论篇目，而对叶绍泰评点的引用仅 4 处，一处是在探讨明人对《文心雕龙》“术”的追求时，认

为叶绍泰对《体性》篇的评点突出了明人对技法的重视；一处是在讨论意象的形成时，指出叶绍泰的“文

无神思，虽才富繁，仅同书肆。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指出了构思对于创作者的重

要意义；一处是在阐述意向的表达时，主张叶绍泰对《事类》的评点体现了明人对才学论的接受上侧重

于“学”；最后是在探讨明人对宗经思想的关注时，引用了叶绍泰对《乐府》的评点[6]。也就是说，从

叶绍泰的评点中能够看出明代知识分子的文章书写、评论的侧重点，然而叶绍泰评点所具有的时代性未

能突出。 
从最开始在专著中提及叶绍泰评点过《文心雕龙》到总述明代《文心雕龙》的评点以叶绍泰评点的

句子作为论证，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也就是对叶绍泰的评点逐渐重视。

然而未能有单独的学者书写文章对叶绍泰关于《文心雕龙》的评点进行研究和探析。 

3. 叶评原则 

3.1. 惟宗于经 

“文之枢纽”是刘勰建构“体大精思”的《文心雕龙》体系的关键，也是读者理解《文心雕龙》思想

的重要部分，涉及《文心雕龙》本质问题，也就是“文”的本质是什么，“文心”是什么，如何能够写出

一篇好的文章。刘勰对这些问题在《原道》《序志》等篇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

而明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7]，形成一个鲜明的态度：

“宗经”。叶绍泰先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后刊“增订”本，另增《辩骚》；评点了《宗

经》《正纬》《辩骚》三篇。其点评总体而言，十分推崇刘勰的“宗经”思想。 
叶绍泰评点《宗经》篇认为“学不明经，终为臆说。刘子精研《五经》，既撮其要，又勾其玄，所以

能成一家之书者，有所本也。[2]”撮其要，勾其玄，出自于韩愈的《进学解》，韩愈介绍了自己读书方

法，即“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勾其玄。”在《宗经》篇中，刘勰对《五经》进行了总结，“夫《易》

惟谈天，入神致用”“《书》实纪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等等，也就是刘勰对《五

经》的探讨抓住了文本的核心要点，总结典型特点。而与叶绍泰同时代的大家的评点，亦未脱离“宗经”

的阐释框架，如钟惺所说“五经肯䋜，俱为道出”[2]陈仁锡眉批“汉唐以来文章，诸体俱括之《五经》。

读者作先河后海观可也”。更甚者，清代的李安名旁曰“文章流别，统于《五经》”[2]，由此可见，“宗

经”思想影响深远。 
在增评中，叶绍泰对“宗经”的推崇未变，提出五经是各种言论、文章的始祖，后代的人书写各种文

体，即便是那些声名远播、流传至今的文章，但是都没有跳脱五经之外，同时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不

好的地方也被发展了，有的艳丽，有的浮夸，离经书越来越遥远了，想要回到淳懿，就是根据经书来制

定体制。用矿山来炼铜，煮海水来制盐，只能推崇宗经。在本篇的评点中，叶绍泰化用了《宗经》篇的句

子，原句为“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化为“仰山铸铜，煮海为盐”[2]。叶绍泰的评点指出了

刘勰之所以能够写成这本被后人赞誉的原因，即有所本——宗经。叶绍泰注意到了“后世杂体繁兴”“去

经益遥”，即五经之后的文章在不断地发展，已经离《五经》很遥远了。然而刘勰“宗”的“经”，是按

照魏晋南北朝人政治上的需要而重新解说的典籍[7]。也就是叶绍泰标举的“经”，不属于先秦的《五经》，

是带有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五经》，或是带有明代时代风格特征的《五经》。 
在《正纬》篇，叶绍泰评点“纬书纪前圣则甚显浅，撰后事则甚诡诞，是知为畸士所造，附托古人”

[2]，提出“乱《六经》之旨，火之可也”一方面直接说明了纬书扰乱了《六经》，不应该存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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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看出《六经》的内容、主旨等“话语”不可撼动；“火之可也”有失偏颇，没能注意到刘勰提出的

纬书的作用就是“无益于经典而有助于文章”。而对纬书的态度，钟惺、曹学佺都赞同刘勰的语言。《辩

骚》篇中叶绍泰的评点观点与刘勰肯定楚辞的历史地位的论述差别不大，都认为楚辞成就巨大，后人难

以企及。对《正纬》和《辩骚》两篇，曹学佺、钟惺等人的评点亦未脱离刘勰的观点，曹学佺在刘勰用四

重证据来证明纬书之伪后，指出“贬驳极当”。 
“刘勰宗经且不废文的主张，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的具体要求。[8]”明代宋濂在其

著作指出“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同时认为刘勰对《五经》的

论述“有未尽焉”；杨慎认为五经是后世诗文的源头，提出“文必宗经”的说法[9]。由此可见，明代学

者在分析各类文体时会将其追溯到五经，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宗经”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明三个朝代的复古都与宗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从教化的积极方面看待“宗经”思想，宗经思想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如先秦时期，具备相应的

思想价值。同时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批判。当社会步入重大转型期，如明代后期，社会结构呈现近代化

转型的趋势，思想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继续固守传统《五经》的理论框架、将文章学归为儒家经典，则

会产生对思想发展的阻滞作用。 

3.2. 据史而谈 

在文体论这部分，叶绍泰点评了三十篇。叶绍泰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结合时代的角度进行探

讨。叶绍泰从刘勰和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作为评点角度，赞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带有较强的主

观性和个人色彩。 
刘勰的《明诗》篇不仅讲了诗的定义，还论述了各个朝代的诗及对其进行评价，在结论里也讲到诗

体的风格。叶绍泰则与之呼应，认为“自三百篇而下，能诗者数百家，变体易韵，浸以浮滥。彦和力维风

雅，取诗家而差等之，合于持训之义矣。[2]”由此观之，叶绍泰认为刘勰极力推崇诗歌的风雅精神，也

与他儒家正统思想密切相关。“变体易韵，浸以浮滥”一句则点出了叶绍泰没有看出诗歌的发展。诗歌

发展至明代已经经历了两大高峰时期，即唐朝和宋朝，不仅思想风格多变，而且题材形式也在不断更迭，

甚至出现了词这种文学样式，而叶绍泰的评点则仅仅停留于刘勰之时的评价，未能更进一步阐述观点。

然而在其增评之中，对《明诗》篇进行了合理的评点，即“是时七言未广，沈宋近体未兴，故仅以四言、

五言、三六杂言，铺观列代，篇制既殊，体格亦异”[2]，这句话点出了刘勰《原诗》篇的小瑕疵，未看

到七言，对七言诗的认识不够。这个评点与周振甫的观点不谋而合，周振甫先生也指出了刘勰对四言诗

和五言诗的认识不如钟嵘，在四言五言以外的形式，没有提到七言。 
增评中，叶绍泰还提到“总以自然为宗，与夫子删诗之旨合”[2]，可以看出叶绍泰对诗的看法是以

自然为主。《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主张诗歌要有真情实感、

自然，这与叶绍泰在创作论中的主张一致。在此，叶绍泰提出“钟嵘《诗品》《沧浪诗话》，其亦效此作

与？[2]”这个评点点出了叶绍泰具有文学比较思维，从影响研究来把握文论之间的传承关系。然而只给

出了一个问句，未进行具体的论证与探究，大抵符合中国文论的印象式批评。 
《乐府》篇，叶绍泰总评“乐府之诗，歌功咏，三代以来，多取之民间；至后世则文士润色以成，一

代之乐，求其志感丝篁，气变金石，不可得矣。然能调器正文，则庶有裨于郊庙之章耳。[2]”其他篇章

类似进行评点，也就是说，叶绍泰从文本和印象出发，将刘勰的主张进行凝练浓缩，简要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叶绍泰进行了增评，评价的角度则是扩大范围，对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事件进行总结

提炼，除了《明诗》篇，《乐府》《诠赋》《史传》均有增评。阐释者随着自身经验、学识的积累，对文

本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蔡宗齐指出，刘勰在探讨文体时有纵向勾勒出上自远古的圣人下至他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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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间种种文体的沿革[10]。这种意识在叶评中也有体现。叶评《乐府》：“唐世述作，犹有风雅之遗。

一变而宋词，在变而元曲，古乐府尽亡矣。”[2]这句话指出了文体的流变，为词和元曲体制的确立提供

了一个依据，点出了词的出现与乐府诗紧密相关，或者说词和乐府诗有很多共性。“国朝文冶之盛，凡

山水之音，明堂之响，前辈如献吉、仲默、元美、于鳞诸公，谱律谐声，垂数十年犹不敢轻议乐府。今才

知搦管，便依题摹仿，灾梨崇纸，比比皆然，是果能被管弦否耶？古道沦亡，予与博雅君子，有厚望焉。

[2]”叶评点出了明人不作乐府的原因，即认为这是“无用”的，明代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却不

写乐府诗，只是因为依题摹仿，流于大众而已。然则，在今人眼中，明人学习盛唐诗，也是一种摹仿，留

下的有价值的、被人反复品读的明代诗歌，少之又少。 
在《诠赋》篇的评点中，梅庆生、曹学佺等人仅仅从文本的字句进行评点，“招字句亦佳”“陆贾有

《感春赋》”[2]，未能将赋放在文学史发展流脉上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叶评《诠赋》站在与刘勰不一样

的角度进行论说，从关注评点文本转向结合明代的社会现象进行评点。叶绍泰认为古人虽然博雅，镕裁

文章简单，但编辑很难，《二京》《两都》等鸿文是不能快速写出的，随即评说“今者类书丛集，恣人蒐

猎。而赋家日就贫俭。[2]”一方面，明代汇评和集评本的发展迅猛，类书逐渐增多，能够轻易获取同类

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料，学识的积累、融合资料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另一方面由于赋这种文体需要灵感

和才华，或者耗费很长时间修改，写赋的人逐渐减少。 
在面对文体与时代的关系，叶绍泰在《通变》篇提出“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也。[2]”叶绍泰注意

到作者在文学流变中的作用。在面对主流观点，比如明代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叶绍泰

认为提出此主张，是因为开国之初，阶级统治者的偏好，才导致文人志士争相模仿，成为一种风气。“至

若豪杰之士，能主张世运，挽回风气，如唐文竞趋靡丽，而韩愈力为芟除，八代之衰，一朝而起[2]”也

就是说，以唐朝的文风为例，当时的文章都往靡丽方向发展，但是韩愈极力不赞成这种绮丽，提出“文

以载道”的思想，赋予文章社会功能，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也暗含了叶绍泰希望能够对明代文风

进行革新，在变化和革新中，不断发展文体。 
总之，叶绍泰在评点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对刘勰所写内容进行总结，但是也在评点中从历史角度

出发，探讨文学演变的过程，以及刻画了时人的态度，并给予殷切希望。 

3.3. 情辞统一 

《神思》到《程器》的二十四篇为“剖情析采”，论述情、物、言之间的关系。叶绍泰在评点时未曾

全部赞同刘勰的观点，而是展现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首先，在文学创作与个人积累方面，杨慎认为学识在文学创作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在《神思》

篇“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下面加上红圈，《事类》篇关于积学的内容也进行了红色圈点。

杨慎虽然没有进行批注，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即注重学识的积累。然而叶绍泰在评点中则阐述

了不同的看法，《神思》篇批点“文无神思，虽才富繁辞，仅同书肆。[2]”《事类》篇直接指出“博学

之家，谬误者少，夸诞者多。[2]”《诠赋》篇亦提出“赋必须才，非徒储学。[2]”即使刘勰在《神思》

篇强调“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

而能一”，提出了广博学识的重要性。相比于从博学中堆砌辞藻华丽的句子，叶绍泰更注重写作时的灵

感和构思，即想象活动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2]” 
其次，在情与言、情与文之间的探究，叶绍泰倾向于性情不是决定文章的唯一标准。《体性》篇中，

刘勰认为作家的性情决定了作品的风格，李安民赞同刘勰的观点，旁注“读其文，如见其人”[2]。然而，

叶绍泰却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认为“为文虽本性情，然亦有不尽然者。学习移人，表里非一，安能言隐以

至显乎？[2]”这无疑打破了“文如其人”的偏见。此外，叶绍泰极力推崇刘勰的“情采”论。《情采》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77


何颖，曹凌寒 
 

 

DOI: 10.12677/wls.2025.134077 543 世界文学研究 
 

篇总评：“为情造文，为文造情。凡诗人篇什，辞人赋颂，与夫诸子之徒，莫不以情文为先后。然情经文

纬，若能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使华实并茂，则风雅之兴，即在今日。立文者可无意乎？”

[2]叶绍泰要求文章要做到“华实并茂”，才能“风雅之兴，即在今日”。这与《明诗》篇的评点别无二

致，“彦和力维风雅，取诗家而差等之，合于持训之义矣”[2]点明了他对风雅的态度。 
除此之外，叶绍泰的评点从文本本身出发转为对作者的研究和评价，可以说是进入到如今的文学批

评的范畴。这些评论不局限于篇章、字句等内容和形式，而是从作者的才华、生平经历方面进行赞扬。

叶绍泰在评点《颂赞》篇指出“彦和明大体，究细条，可为褒德显容之式”[2]，对《时序》篇评点“即

彦和职不过通事，自号云门，其才不胜收也”[2]，《知音》篇“彦和有如此才，惟沈休文以为奇绝，未

闻梁帝宠而异之也”[2]以刘勰本人的生活际遇来说明知音难遇。 

4. 借杯浇臆：主观性阐发 

明代商业空前发展，造纸术技术成熟，文人之间的交流增多。在李贽、汤显祖等人的影响下，“性灵

说”“主请说”等理论随即兴起，成为一时风尚，评点这种带有浓郁的主观性的形式进入了“全面繁荣和

空前发展”的阶段，评点队伍的空前壮大、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的纷纷问世，成为三

大标志[11]。钟惺、谭元春评点《诗归》，金圣叹在评点过程中认为读者和评论者有绝对的权威，文本的

意义就应该靠读者和评论者来决定，这种看法已经进入读者批评的范畴。而叶绍泰的评点不仅涉及对刘

勰本人的评价，而且用《文心雕龙》中的标准、条例来阐述明代文学现象的特点。 
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评点则更多的是注重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和体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解读

特征，同时注重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性考察。即使相比于杨慎、曹学佺等具有典范意义的评点大家，叶

绍泰的评点不为时人所关注。将叶绍泰的评点置于明代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不仅体现了晚明文学批评的

典型，更为《文心雕龙》接受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明代没有较强的科学体系意识，所以叶绍泰认为纬书“乱《六经》之旨，火之可矣”，也就是从其不

好的地方出发进行批评，未看到刘勰认同将神话传说当做素材，用作辞藻，写入文中。在对刘勰经典观

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同样是《正纬》篇目，周振甫指出“刘勰认为纬书是后人编造的，不能配经”[12]，
但是指出了刘勰认为传说有助文章的看法是正确的。同一问题，同一篇目，而孙康宜则认为刘勰并不把

儒家经典与文学对立，为了强调文学艺术的作用，将纬书页经典化了，“这些纬书通常被认为是一些史

前神话人物的作品”“刘勰引导读者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评价纬书的地位，而不是停留在‘真伪’这个古

老的问题上”[13]，在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对文本的文学性的认识是十分具有创新的。由此可见，正是一代

又一代人对《文心雕龙》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文心雕龙》的认识才能够不断进行深化和拓展。 
刘勰对魏晋时期的文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要从理论上改正讹滥的文风。叶绍泰也在评点的过程

中流露出自己想要改正当时不好的风气的想法。《比兴》篇，叶评“楚骚汉赋，所以推广诗人之体而诗义

忘，至后世流于四六，极于章句，而比赋皆亡，又不独兴体也。使彦和在今日，其感叹当何如耶！[2]”
这是从刘勰的心态出发，想要思考如何去改变明代的文风。而在《乐府》篇则直接说出“古道沦亡，予与

博雅君子，有厚望焉。[2]” 
中国的阐释学传统分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路径。相比较于杨慎、曹学佺等人评点的短

小精悍，随意发挥，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总评不关注校勘、字句，而是从中提炼观点，融入主观理

解，作出创造性的理解。《文心雕龙》一经问世就不断得到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在当今仍未受到质疑，对

其研究也高居不下。《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积累，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一门“龙学”，

不断走向世界，叶绍泰为其传播提供了一份力量。在宗经意识下，他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加入个人的

审美经验，结合明代的文学情况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注我”与“注经”的双重阐释向度，这无疑透露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77


何颖，曹凌寒 
 

 

DOI: 10.12677/wls.2025.134077 544 世界文学研究 
 

出对《文心雕龙》的高度赞扬和推崇。叶绍泰的评点是《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一部分，构成了明代的学术

思潮，映射出中国评点文学内在的阐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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